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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是否主动遵守公共政策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如何以较小代

价获得公民在日常社会治理政策领域的政策遵从？从激励与压力两个维度出发，可将

公民遵守日常社会政策的行为划分为“不服从”“价值认同服从”“强制性服从”与“社

会规范性服从”四种类型。在城市垃圾分类新规实施后，对北京市城镇居民履行垃圾

分类义务的问卷调查发现：价值认同与社会规范是实现公民政策服从的关键因素，并

且二者发挥了同样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因当前法规惩戒性有限，强制性服从尚未

成为影响公民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关键因素。本文的发现对在社会治理领域运用“助

推型”政策干预策略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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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民政策遵从：强制视角的局限性及出路

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元素是公民对国家政策的积极遵守。大到纳税、服

兵役，小到对交通规则的遵守，公民是否自发地服从政策对于国家治理绩效

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普遍认为：国家对于强制力使用的垄

断是引发公民服从的重要原因，因为不服从的行为会遭致惩罚。然而，单纯

的强制力因素难以很好地解释：为何公民群体内对于同一项政策的服从程度

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强制力也并非在任何政策领域都能奏效。以本文所关

注的垃圾分类等社会治理政策为例，公民的日常行为具有发生频次高、违规

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较小等特征，在这些领域使用强制力执行会引发高昂的政

策执行成本和社会代价，因此并不一定适用。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公民遵从日

常社会治理领域的国家政策？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不同个体在遵守这类社



2023.3

122

新视野 ·公共管理变革

会政策时的差异？

本研究以北京市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遵

守为切入点，尝试回答这一问题。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

实施，北京市开启了生活垃圾分类的新时代，

北京居民开始普遍履行垃圾分类义务。对于居

民个人而言，主动、严格、细致地遵从政策条

例细则去分类生活垃圾，不仅与既成生活行为

习惯有差异，还会不可避免地消耗个人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成本。那么，如何解释个体居民对

垃圾分类的遵从度差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应当如何有效引导、调节个体居民行为，从而

获得社会层面的政策遵从？本文聚焦于结构性

因素，从公民执行政策的激励与压力两个维度

出发，将服从行为划分为“不服从”“价值认同

服从”“强制性服从”与“社会规范性服从”四

种类型。基于对北京市民的抽样问卷调查，本

研究发现价值认同与社会规范是实现公民政策

服从的关键因素，并且二者发挥了同样重要的

影响。相比之下，因当前法规惩戒性有限，强

制性服从尚未成为影响公民履行垃圾分类义务

的关键因素。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

理论层面上看，本文的类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

国家社会关系领域关于公民服从的相关研究，

即国家在获取公民服从时除了运用强制力之

外，还可以通过价值认同与社会规范等多种手

段。尤其是在日常社会治理政策领域，价值认

同服从与社会规范性服从能够以较小代价助推

（nudge）政策目标的实现。从实践层面上看，

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公众配合如何影响

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进而通过营造情境、提

供条件等方式尽可能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提高

政策执行效能。

二  公民政策遵从：基于激励与压力  

的类型学分析

公民因何遵从国家这一问题受到学界的广

泛关注，犯罪经济学、历史社会学、行为经济

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从机制和过程

的角度做出了解答。犯罪经济学认为国家主要

使用威慑和惩罚来阻止公民的犯罪行为：一方

面，公民会出于对未来可能遭受法律惩罚的恐

惧而遵守法律；另一方面，公民会进行风险计

算，权衡犯罪的收益与成本（受罚可能性及其

力度），并因成本高于收益而守法。[1] 当然，法

律本身也需要合法性，使得惩罚威慑具有正当

性并受到公民的价值认同。[2] 历史社会学借鉴

了犯罪经济学模型，强调出于对惩罚的惧怕形

塑了公民对于国家税收政策的遵从，并运用社

会威慑理论与保护动机理论加以阐释。社会威

慑理论强调公民个人的行为是基于成本收益分

析的理性决定，而保护动机理论认为公民个人

的决策是出于对外部风险因素感知与自身风险

规避能力的权衡。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有动机、

有能力逃税却仍然依法纳税，是因为公民的经

济计算使其认为逃税会遭致国家的惩罚，因此

依法纳税是更好的选择。[3] 行为经济学基于前

景理论强调了公民个人的决策受其社会属性的

影响：利他性、互惠性等群体偏好使其有动机

造福社会，社会规范、同群效应等内源性压力

使其危害社会的行为受到约束。[4]

在政治学领域，让更多的公民主动遵守公

共政策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国家需

要获得民众的服从而非各种形式的反抗。[5] 为

了最大限度获取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广泛服从，

并降低民众对国家政策的抵制，领导者会采取

强制力控制、价值认同教化等各种策略和手段。

如列维指出：国家可以使用强制力和改变公民

价值认同的手段获取公民服从。[6] 其中，强制

力的有效性在于政策目标群体会为逃避惩罚而

服从。而价值认同是指公民基于自身价值判断

而产生的对国家政策目标的认可与配合。其有

效性在于可以建立起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合

作关系，能在激发公民服从的同时减少国家对

于强制力使用的依赖。[7] 但二者的局限性在于，

强制力使用的成本过高（甚至高于收益），而公

民价值认同的形成同样并非易事，国家需要投

入大量的资源才能缓慢地调整公民的价值认同。

而社会规范性服从是指公民受社会规范形

塑而产生的服从行为：当公民遵从社会规范时，

公民将会受到社会的认可与欢迎；不遵从社会

规范时，公民将会受到社会的鄙夷与排斥。社

会规范性服从与价值认同服从的相似之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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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的形成也需要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

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方面，价值认同服从是

公民个体的价值判断，而社会规范性服从是社

会集体的共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价值认同

服从主要基于激励，而社会规范性服从同时基

于个体的价值激励与来自外部的压力。社会规

范性服从有机结合了对于公民的激励与压力：

一方面，公民有天然的亲社会性，对于社会规

范的服从能促进人际合作，为服从者提供正向

的激励；另一方面，违反社会规范可能遭致社

会排斥等惩罚，对行动者构成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规范性服从与税收

政治学中的“准自愿服从”（quasi-voluntary	

compliance）具有一定的相似性。[8] 所谓“准

自愿服从”指的是公民遵守政策出于自发，但

如果不遵守则会遭致惩罚。出现和维持准自愿

服从的重要条件是公民相信政府会遵守提供公

共服务的协议，并且公民对其他人将同样遵守

规则具有明确的预期和认知。同样地，实现社

会规范性服从的条件是公民对社区其他人同样

遵守规范有清晰的认知，并且知晓服从与不服

从规范的社会后果。而准自愿服从与社会规范

性服从的核心区别在于，在激励与压力的来源

方面，前者的核心主体是政府，而后者的核心

主体是社会，尽管政府会通过强制力提供一些

保障。

既有的关于公民遵从的研究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强调惩罚威慑等强制力的重要性；二是聚

焦于犯罪、税收等对于国家维持统治意义非凡

的重要政策领域，这种政策领域具有公民行为

频率低、国家机构识别违规行为难度低的特点。

相比之下，本文的创新价值在于强调了价值认

同与社会规范对于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遵从国家

社会治理政策的重要性：本文聚焦于社会治理

这一政策领域，其特点是公民行为频率高、国

家机构识别违规行为难度高，这使得单纯依靠

强制力会使得政策执行成本过高。因此，强制

力之外的因素，例如价值认同与社会规范等，

对于公民日常遵从国家社会治理政策具有更为

显著的意义。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公共政策实践，以北京

市居民对于城市垃圾分类政策的遵从与配合为

例检验上述观点。居民在履行垃圾分类义务时

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成本，他们为何会服

从政府的垃圾分类新规呢？在垃圾分类政策研

究领域，已有的解释主要从内在与外在两种视

角出发，认为内在动机和外在环境是影响居民

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重要因素。[9] 一方面，内

在视角关注行为者主体，是一种社会和认知心

理学的视角，认为个体是社会结构中原子化的、

自主的个体，行为是行为者的“主动选择”。因此，

其垃圾分类行为主要受到社会地位、环保知识

水平、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等因素的影响。[10]

另一方面，外在视角关注社会结构主体，认为

个体行为由对人有制约的外部环境所决定，行

为是行为者的“被动选择”。因此，其垃圾分类

行为主要受到配套条件、社会规范、宣传教育、

物质激励、法规惩戒、绩效感知等因素的影响。[11]

综上，在对影响公民服从行为的因素的解

释方面，现有文献形成了“政策情景”与“行

为特征”两种主要的互补研究视角。[12]“政策

情景”视角假设公民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

理性人，即公民在决定是否服从前要衡量成本

与收益。其受到的“服从激励”为较低的行为

成本与较高的行为收益，如为分类投放垃圾提

供便利设施与为注射疫苗提供金钱奖励；“不服

从压力”则为较高的行为成本与较低的行为收

益，如对严重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行为严肃处

理与通过健康码限制不主动接受核酸检测者的

出行。这里所讨论的“收益”与“成本”并非

都是物质维度，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得失。例如，

某些符合自身价值观的行为会为个体带来精神

上的满足感。而“行为特征”视角假设公民是

有限理性驱动的、受情感与认知影响的行为人，

即公民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决

策行为特征，其受到的“服从激励”为群体偏好，

如环保行为会受到普遍赞许；“不服从压力”为

群体压力，如恶意毁坏公共设施会受到普遍厌

恶。

“政策情景”与“行为特征”这两种视角所

讨论的因素可被抽象为“激励”与“压力”两

个维度。“激励”与“压力”的区别在于前者为

公民提供奖励、后者对公民施加惩罚。公民是

否遵守政策主要基于对这两个维度的主观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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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两个维度，本文将公民服从划分

为“不服从”“价值认同服从”“强制性服从”

与“社会规范性服从”四种类型（如表 1所示）。

结合垃圾分类新规执行的具体情况，本文用个

体环保意识代表压力较弱时的强激励，即公民

出于对政策的价值认同而主动遵守；用对垃圾

分类法规惩戒力度感知代表激励较弱时的强压

力，即个体出于对惩戒的惧怕而遵守；用社区

总体的遵从情况代表兼顾激励与压力的社会规

范的强度，即个体在他人普遍服从的情况下为

获得他人认可且出于群体压力而选择服从。

表 1  公民服从的类型分析

压力

激励
弱 强

弱 不服从 强制性服从

强 价值认同服从 社会规范性服从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第一，环保意识水平较高的个体，会比环保意

识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容易履行垃圾分类义务；

第二，法规惩戒力度感知较高的个体，会比法

规惩戒力度感知较低的个体更容易履行垃圾分

类义务；第三，处于较高社会规范环境中的个体，

会比处于较低社会规范环境中的个体更容易履

行垃圾分类义务。

基于观察数据很难对广大市民的垃圾分类

行为及其受到的激励与压力进行精确的测量，

因此本文使用了问卷调查法来测量市民的主观

感知强弱程度。

三  研究设计：基于北京市民的抽样调查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经济社会

发展 2021 年度调查》（BAS2021）。该调查由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设计和执行，研究

总体为 2021 年在北京市全部住宅单位内 18-75

岁的居住半年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采用“GPS/

GIS 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13] 以地理单元

格内人口数为规模度量，按照分层、多阶段的

PPS（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抽

样方式进行选取，这能够有效捕捉传统抽样方

法无法触及的流动人口样本。[14] 在受访人方面，

调查在抽中的每个住宅单位所属地点范围内使

用 PAD 问卷，按照年龄组与性别配额拦访老

人（60-75 岁的常住居民），对 18-59 岁的中

青年使用在线样本库开展网络调查。从总体上

看，调查的有效样本数约为 5000 个。为了防

止调查问卷过长导致的高无回答率和低质量问

题，本调查按照模块进行了问卷分割。不同部

分的分割组合模式遵循时间有限控制原则，即

线上网络问卷总时长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线

下面访问卷总时长控制在 30 分钟以内。本研

究所使用的模块由笔者针对研究目的主持问题

设计、问卷发放与数据整理。在整个调查中，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割组合模式的有效样本约为

600 个，这是出于模块设计需要而非问卷答题

率较低的结果。

（二）变量操作化

在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选取问题“平

均而言，您自己在社区投放垃圾前，将垃圾进

行分类的频率是？”来衡量受访者的垃圾分类

行为，通过其对于这种公民义务的履行程度反

映公民服从。本文将回答为“几乎总是”的受

访者编码为 1，将其余频率更低选项的受访者

编码为 0。根据描述统计结果，几乎总是进行

垃圾分类的受访者占 50.24%。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首先，本文选取问

题“专门买那些更环保的同类产品在多大程度

上符合您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况？”来衡量受访

者的环保意识水平，将回答“完全符合”的受

访者编码为 1，表示较高的环保意识水平；将

回答其余符合程度更低的受访者编码为 0。其

次，本文选取问题“《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规定‘个人垃圾不分类投放屡教不改，最高可

罚 200 元’。您认为这一规定力度如何？请在

0-7 进行打分，0表示力度非常低，7表示力度

非常高。”来衡量受访者对法规惩戒力度的感知，

将回答 6-7 分的受访者编码为 1，表示其较强

的法规惩戒力度感知；将其余回答分数更低的

受访者编码为 0。最后，本文选取问题“据您

的观察和了解，平均而言，您的邻居在社区投

放垃圾前，将垃圾进行分类的频率是？”来衡

量受访者的社会规范力度，将回答为“几乎总是”

与“经常是”的受访者编码为 1，表示其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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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规范力度；将其余回答频率更低选项的

受访者编码为 0。

为了有效检验环保意识、法规惩戒与社会

规范对分类行为的影响，有必要控制其他影响

分类行为的因素，尤其是同时影响上述感知与

分类行为的因素。参照已有垃圾分类政策相关

研究，本文考虑了一系列的共变量（混淆变量），

如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居住社区是否为

单位型社区、是否有分类协助的工作人员、环

保知识水平、分类便利程度、政府信任水平、

政治面貌等。

在社区类型上，本文将居住在单位型社区

的受访者编码为 1，将居住在胡同等邻里街坊

式社区、商品房社区等非单位型社区的受访者

编码为 0。由于北京市垃圾分类政策由北京市

政府推行，而北京市的很多社区所属单位在级

别上平于甚至高于北京市政府，这些社区在执

行垃圾分类政策的力度上可能与非单位型社区

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将居住社区是否为单

位型社区作为共变量之一。在分类协助上，本

文将居住在存在受聘垃圾分类工作人员的社区

的受访者编码为 1，表示其受到垃圾分类协助，

反之则编码为 0。在环保知识上，本文将可以

全部正确回答过期药品、塑料袋和废灯泡三种

垃圾所属类型的受访者编码为 1，表示其环保

知识水平较高；将不能全部正确回答以上三种

垃圾所属类型的受访者编码为 0。在便利程度

上，本文将社区垃圾投放方式为时间集中且地

点较集中的受访者编码为 0，表示其垃圾分类

便利程度较低；将社区垃圾投放方式为时间无

限制或地点较分散的受访者编码为 1，表示其

垃圾分类便利程度较高。在政府信任上，本文

将对北京市政府信任程度在 9分及以上（满分

为 10 分）的受访者编码为 1，表示其对推行垃

圾分类政策的政府信任水平较高；将其他信任

打分更低的受访者编码为 0。在政治面貌上，

本文将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

受访者编码为 1；将其他受访者编码为 0。

（三）分析方法：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

尽管本文使用的“GPS/GIS 辅助的区域抽

样”方法能使本文在抽样方面有效保证北京市

内常住人口的抽样代表性，但内生性与遗漏变

量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了处理好选择偏误

和混淆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

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这种“准

实验”设计进行因果推断。[15] 一方面，存在选

择性偏差时，结果的差异可能来自干预的效果，

也可能来自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另一方面，

如果将同时影响原因和结果的混淆变量作为自

变量放进回归模型，则会出现共线性问题。倾

向值得分匹配法的原理是通过函数关系将变量

X转换为一维的倾向值得分 ps(Xi) 后，再根据

倾向值得分进行匹配。通过使用倾向值得分匹

配，我们可以计算给定可观测特征 x的处置效

应ATT(x)，即一维倾向得分 ps(x) 的处置效应，

最后对所有的ATT(x) 加权得到实验组平均干

预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

其中，P(ps(X_i=x)|D_i=1) 是在被干预的

样本中，倾向值得分为 ps(X_i=x) 的个体的比

率，ATT是 ATT(x) 以 P(ps(X_i=x)|D_i=1) 为

权重的加权平均值。[16]

倾向值得分匹配法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控制

倾向值（被研究的个体在控制可观测到的共变

量的情况下接受到干预的条件概率），得以近似

地满足统计学反事实框架下的非混淆假设，从

而做出因果推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分类行为。在倾向值

得分匹配法的因果识别中，解释变量分别为环

保意识、法规惩戒与社会规范，我们用三个模

型依次进行检验。本文所设置的用于构建反事

实框架的共变量即为混淆变量，包含性别、年

龄、受教育年限等人口学统计变量以及社区类

型、分类协助、环保知识、便利程度、政府信任、

政治面貌等。由于三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相

关性，在对单个解释变量进行检验时，其余两

个解释变量也同时作为共变量。

四  结果分析

（一）样本匹配效果检验：平衡性检验与共

同区间检验

在运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验证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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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惩戒与社会规范对分类行为的影响之前，

需要对匹配是否满足平衡性假设和共同区间假

设进行检验。在分别使用有放回临近匹配法、

卡尺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之后，结

果表明，样本中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满

足平衡性假设。

从共同区间假设的结果来看，在分别使用

有放回临近匹配法、卡尺匹配法、半径匹配法、

核匹配法之后，以环保意识、法规惩戒与社会

规范作为解释变量的匹配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

存在较大的共同区间，共变量分布具备较大重

合，这表明两组样本在各方面特征接近，匹配

效果较好，满足了共同区间假设。

（二）平均干预效应估计结果与敏感性检验

表 2 报告了基于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所得

到的实验组平均干预效应（ATT）以及使用

Boots t rap 法重复抽样 1000 次计算的标准误，

这表现了环保意识高低对分类行为的影响。本

文使用有放回临近匹配、卡尺匹配、半径匹配

和核匹配四种方法所得到的平均干预效应非常

相近，表明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ATT 值

为 0.390，而且通过了 99%置信水平下的检验。

结果表明，对于环保意识水平较高的人来说，

其主动进行垃圾分类行为的概率比起环保意识

水平较低的情况会高出 47.70%。这证实了本文

的第一个研究假设，即环保意识水平较高的个

体，会比环保意识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容易履行

垃圾分类义务。这也表明达成“价值认同服从”

条件是国家获取公民服从的一种有效机制。	

表 3 报告了法规惩戒对分类行为的影响。

ATT值为 0.024，但没有通过 90% 置信水平下

的检验。这一结果证伪了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

设，即对于那些法规惩戒力度感知较高的个体，

他们并未更积极地履行垃圾分类义务。2020 年

起开始实施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

定：对于违反条例的居民，“先行由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责任人，比如物业、社区、垃圾桶的

值守人员进行劝阻；拒不听从劝阻的，报告城

管执法部门，予以书面警告。警告后，再次违

反规定的，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也

就是说，仅有屡教不改的居民才会受到实质性

的罚款处罚，当前法规的惩戒性仍处于较低水

平，因此强制力没有成为国家获取公民服从的

关键因素。

表 4报告了社会规范对分类行为的影响。

和前述模型一样，四种方法所得到的平均干预

效应非常相近，表明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ATT值为 0.327，而且通过了 99% 置信水平

下的检验。结果表明，对于社会规范力度较强

的人来说，其主动进行垃圾分类行为的概率

表 2  环保意识与分类行为的倾向值得分匹配分析结果

匹配方法
样本量 分类行为

环保意识高 环保意识低 ATT(se)

有放回临近匹配 248 381 0.390***(0.049)

卡尺匹配 248 381 0.390***(0.047)

半径匹配 248 381 0.390***(0.046)

核匹配 248 381 0.390***(0.047)

注：*p<0.1，**p<0.05，***p<0.01。

表 3  法规惩戒与分类行为的倾向值得分匹配分析结果

匹配方法
样本量 分类行为

法规惩戒强 法规惩戒弱 ATT(se)

有放回临近匹配 440 189 0.024(0.046)

卡尺匹配 440 189 0.024(0.047)

半径匹配 440 189 0.024(0.046)

核匹配 440 189 0.024(0.047)

注：*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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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社会规范力度较弱的情况会高出38.68%，

这证实了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即处于较

高社会规范环境中的个体，会比处于较低社会

规范环境中的个体更容易履行垃圾分类义务。

这也表明达成“社会规范性服从”条件是国家

获取公民服从的一种有效机制。同时，社会

规范的ATT 值为环保意识的 83.85%，这表

明当前“社会规范性服从”与“价值认同服从”

在国家获取公民服从方面发挥了同样重要的

影响。

为进一步检测倾向值得分匹配结果的稳健

性，本文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确

保样本不受潜在选择性偏差的影响。借助敏感

性分析，我们能通过观察接触处理发生比的比

率，进而探究不同程度的隐藏性偏差是否对

于干预效用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环保意识与社会规范对分类行为的影响较为

稳健，其分别当Gamma=4（新的发生比是原

来的 4倍后）与当Gamma=5（新的发生比是

原来的 5 倍后），本文的结论才可能会发生改

变。① 另外，我们还替换使用了不同编码标准

下的解释变量，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② 综上

所述，本文的结论在整体上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  认同与规范：“助推型”政策干预  

策略的应用

基于 BAS2021 的数据，本文以北京市垃

圾分类新规实施为例，就激励与压力的强弱如

何影响公民在日常社会治理政策领域的遵从行

为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研究发现：“价

值认同”与“社会规范”都是国家获取公民服

从的有效机制，并且二者发挥了同样重要的影

响。相比之下，强制性服从因当前法规惩戒性

有限而没有成为关键因素。

为了降低垃圾分类政策成本、提高垃圾分

类政策的成效，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未来政

府在推行垃圾分类政策时应当加强环保宣传教

育、切实使广大居民意识到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与意义，使其达成“价值认同服从”条件；同

时着重创造“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强化垃

圾分类的社会规范力度，使其达成“社会规范

性服从”条件。如此有助于形成“助推型”政

策干预策略，[17] 在不借助强制力的情况下，通

过改变公民行为内部性而引导其自愿根据政策

预期方向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助推型政策干预不仅适用

于垃圾分类，还适用于包括疫情防治、交通秩

序维护等日常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其他公共政

策。这些政策具有公民行为发生频次高、单次

违规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较小等共同特征。在这

些领域，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政策工

具和科层的运作以及“街头官僚”的执行，更

需要公民对于公共政策的主动遵从。助推型政

策干预可以通过社会赋能的形式，以较小的执

行成本和社会代价助力政府政策执行，进而提

高国家治理的总体效能。

注释：

①限于篇幅，平衡性检验、共同区间检验

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没有在文中展示。

②基准模型中将三个解释变量里得分 6-7

分（总分为 7 分）的回答者归为高组，其它的

为低组。在稳健性检验中，笔者尝试了其他几

种区分高低组的标准，结果与基准模型的接近。

限于篇幅，这部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没有在文

中展示。

表 4  社会规范与分类行为的倾向值得分匹配分析结果

匹配方法
样本量 分类行为

社会规范强 社会规范弱 ATT(se)

有放回临近匹配 496 133 0.327***(0.057)

卡尺匹配 496 133 0.327***(0.057)

半径匹配 496 133 0.327***(0.057)

核匹配 496 133 0.327***(0.059)

注：*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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